
二十一世紀評論

2014至2018年為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一百周年祭時期。目前全

世界正大張旗鼓地反思這場戰爭的意義，但這一紀念熱潮在中國似乎沒有出

現，國人似乎覺得其與中國無關。實際上，早在1914年秋一戰伊始，英國和

日本即在青島與德國軍隊激戰，青島在該年11月落入日本之手。1915年日本

趁列強集中投入一戰之中，無暇分心之際，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意

欲渾水摸魚，置中國於日本控制之下。1916至1918年期間，大約十四萬華工

前赴歐洲，在一戰西線戰場出生入死為英法兩國效力。1919年在戰後巴黎和

會上，列強把山東割讓給日本，從而導致中國和世界局勢中一系列影響 

深遠的連鎖反應，五四運動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遺產。筆者在2009年接受 

《西湖》雜誌長篇採訪時，甚至大聲疾呼：「沒有一戰，何來五四？」1

依個人淺見，一戰和一戰華工在歷史上對中國和中國人有極其重要的意

義；中國的一戰及一戰中的華工同時也是世界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

章。我們甚至可以從「一戰」角度來透視中國人如何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

同之漫長歷程，並通過分析國際社會應該如何更客觀認識中國與一戰的關

係，深入理解一戰對中國及世界的重要意義。本文略陳管見及斷想，以就教

於方家2。

一　一戰與東西方文明和國際秩序

讓我們首先來回顧一下一戰歷史。公元1914年是中國的虎年，也是中華

民國三年。就在這一年，人類歷史上所謂的「大戰爭」（the Great War）爆發。

在下一場世界大戰（二戰）於二十多年後再次打響後，那場「大戰爭」成為今天

人們所熟知的「一戰」。一戰一開始就被交戰雙方定義為「文明」之戰。協約國

＊	1916年華工首次抵達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線戰場，謹以此文紀念一戰華工抵達法國

一百周年以及一戰一百周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戰 
華工的世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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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頒發給參戰人士的勝利勳章（Inter-Allied victory medals）上就刻有「為人

類文明之戰，1914-1919」字樣3。一位西方學者指出，一戰不僅僅關係到戰

場上或者經濟上的得失，「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守衞大英帝國秩序的戰

爭」；而與英國類似，德國人則認為這是「德意志民族的聖戰」。因此，「對德國

人來說，這是一場改變世界的戰爭；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維護世界秩序

的戰爭。德國人為未來而戰，英國人為傳統而戰」4。著名的美國學者詹姆斯

（Henry James）在戰爭開始不久即寫道：大戰爭的爆發或許會讓「文明陷入血與

黑暗的無底深淵」，並「將打破有史以來我們對世界會變得更美好的幻想」5。

一位美國官員在戰爭結束不久後也寫道：「當世界大戰被真實地記錄下來，當

勝利得到客觀的評價之時，我們會發現任何一個國家都不配享有文明勝利的

桂冠。」6因此，無論是戰爭剛開始或已結束，無論從何種角度上說，這都是

一場人類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戰爭，是對西方文明的一次血與火的殘酷考驗。

而且在相當大的意義上，一戰的重要性遠勝於二戰。因為不僅二戰是一戰的

延續，更重要的是直到今天，在一戰爆發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對這場所謂的

「大戰爭」之於中國的意義仍缺乏真正了解，人們仍在辯論其影響及後果。

實際上，一場有關一戰意義和影響的辯論在一戰結束後隨即便在東西方

展開。德國學者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宣稱一戰標誌着西方的沒落，是

大家都熟知的7。中國政論家梁啟超於1918年底到歐洲遊歷及考察後所撰的

《歐遊心影錄》中，則聲稱一戰的結果顯示東方精神文明仍然有一定的優勢。

他寫道：「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

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了。」他甚至用其飽含深情的筆調告誡中國人：「我

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

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我們在天的祖宗三大聖和

許多前輩，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8對

他而言，一戰幾乎將人類文明毀滅殆盡，而西方一直標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則難辭其咎。此外，中國知識份子如梁漱溟、辜鴻銘等均屬強調東方文明優

越陣營之中的大將。當然，當時鼓吹東方文明至上的外國人士也大有人在，

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在1923年為另一位哲學家英國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中國問題》（The Problem of China）一書所寫的書評中提到，在大戰

後，中國似乎成為光明天使，映照出西方文明的黑暗。中國之道德準繩成為

蝎子之鞭，抽打自以為是的西方人之背脊9。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並不是所有人都在東西方文明中站隊，比較兩者 

的優劣和長短。有部分十分理智的中國人呼籲大家要清醒認識一戰是人類文

明的分水嶺，應乘此機會尋找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發展的道路，不要汲汲於東

西方文明之爭。如有人在1918年《晨報》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大戰即終，

十九世紀文明告一段落，而二十世紀文明方從茲發展。換言之，即世界由舊

時代而移入新時代」，「故我國民果欲為適應時勢之國民，第一須求得有方針

之教育，第二須其方針無背於世界之新潮，否則惟有自歸淘汰而已。此則吾

人所應大覺悟者也」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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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後在亞洲對西方文明批評最厲害也最有影響力的是印度著名詩人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泰氏在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亞洲人第一

個獲此殊榮者，聲譽遠揚，所發言論自然也較引人注意。泰氏在1921年寫

道，生活在東方之外的人現在必須承認歐洲已經徹底失去其過去在亞洲的道

義上的優越感。它在世界上已經不再被視為公平的代表和高尚原則的奉行

者，充其量只是個西方種族優越論者和對非西方人的剝削者。泰氏在戰後給

同樣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法國作家羅蘭（Romain Rolland）的一封信中寫

道，「亞洲幾乎每一個角落都對歐洲不再喜愛」。對泰氏而言，披着文明外衣

的西方過去在中國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所投下的毒藥在戰後必將禍及自身。

所謂的歐洲文明之火炬也許不再是燈塔，而是用來殺人放火的東西bl。

一戰不僅是對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戰，並導致東西方文明之間的一場大辯

論，同時也對世界文明地圖的重新整合及布局發揮了重要影響。一戰是日本

的所謂「天賜良機」bm，日本通過一戰一舉成為世界強國，在巴黎和會上躋身

世界五強之列。但即使在大發一戰外交和經濟橫財的日本人中也有不少人在

戰後產生疑惑和很強的失落感：其一，日本固然通過一戰一躍成為世界五強

之一，但西方列強對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出的「種族平等」議案嗤之以鼻，拒

絕接受。在種族問題上，日本還是同其他亞洲國家一樣，無法同白人國家平

起平坐；其二，畢竟日本是靠德國軍事化模式發迹的，德國在一戰被打敗的

結局及一戰後流行全球的所謂「反軍國主義」思想，讓不少日本人懷疑日本是

否根本上就選錯了立國模式，懷疑自明治維新以來奉行的所謂「脫亞入歐」政

策是否明智。

同樣通過一戰躋身世界強國的美國，對一戰的影響和後果也是充滿疑慮。

美國人在「為民主而戰」（the war for democracy）的口號下加入一戰的戰團後，

發現戰後的世界秩序並非如他們所願。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一

度被世人奉為為全世界帶來希望的神明和救世主，連以「老虎宰相」著稱的法

國首相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都感慨，上帝只給了人類十誡，但威爾

遜卻給了我們「十四點」世界新秩序藍圖bn；後來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

陳獨秀曾聲稱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bo；甚至連泰戈爾也要寫書題 

贈給他bp。在戰後巴黎和會上，威爾遜雄心萬丈，立誓要建立在美國主導下

的世界新秩序，並建立國際聯盟，為萬世開太平。然而，美國人最後拋棄 

了威爾遜及其國際願景，美國國會拒絕批准《凡爾賽條約》（The Treaty of 

Versailles），甚至不准美國加入威爾遜一手締造的國際聯盟。

可以說，一戰後全球的志士仁人、學者和政客都在疑惑、在思考一戰究

竟會給人類帶來甚麼影響，並討論其是否意味着西方之衰落、科學之破產，

抑或為人類社會帶來新的契機。以杜威為例，他曾對一戰後之世界寄予極高

的期望。在1917年8月接受記者採訪時，杜威表示，我們在為民主而戰，因

為這場大戰爭，「世界死了，世界萬歲！一個偉大的文明已經消失」，取而代

之的會是一個全然不同的嶄新社會和文明。杜威雖然聲稱他並不知道戰後 

新世界究竟會怎樣，但顯然對戰後新世界的國際秩序充滿憧憬，儘管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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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bq。但在戰後，杜威對世界新秩序感到極其失望，也萌生了疑惑。但這

是否意味着杜威也加入了對科學及西方文明持懷疑論者之列呢？杜威在五四

運動期間來到中國，一待就是兩年多，中國是除美國之外他所逗留和生活時

間最長的國家；他還被認為是中國五四時期風靡一時的兩大口號「科學」與「民

主」的個人化身。由於杜威在中國的巨大影響，他被蔡元培等人稱為「美國的

孔子」或「第二個孔子」br。杜威的經歷和思考尚且如此，一戰的深刻意義和長

遠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二　一戰對中國的意義

一戰對中國的意義無疑也特別重大，儘管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就中

國而言，廣義的「一戰」可以說起始於1895年，終結於1919年。這期間的中國

同春秋戰國時代一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思潮，東方的、西方的，

都拿到中國試驗；共和政體、民主政體，杜威的哲學、羅素的哲學，各種學

派和學者都在中國粉墨登場。這個廣義的「一戰」時代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就

像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裏所描

述的那樣：「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昧

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

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似乎擁有一切，我們好像又

一無所有。我們會直接進入天堂，我們也可能進入地獄。」bs

在廣義的「一戰」時期，中西方文明都處於重要的歷史轉折關頭。在中

國，一代新人開始嶄露頭角。先進的中國人在1912年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

國。及至新文化運動，新的思潮以及民族主義在中國風起雲湧。自鴉片戰爭

以來，中國人已經受夠了列強的「強權即公理」的舊秩序，對當時的國際秩序

亟欲去之而後快，代之以建立在平等、公正、民族自決之上的國際新秩序，

並力圖以全新的姿態參與國際社會、成為其中平等一員。一戰的爆發，不僅

對這一現存並對中國人不公的舊秩序帶來強烈衝擊，而且由於一戰歸根到底

首先是一場西方文明內部極其慘烈的內鬥，也為西方文明的未來發展及歸宿

帶來眾多的不確定因素。正是在這一中西文明處於極其重要的轉折關頭，中

國人力爭順勢而起，藉此機會一展宏圖，再建文明，重整國運。

雖然一戰爆發已過去百年，但當年圍繞這場「大戰爭」進行的全球討論—— 

有關世界秩序、東西方文明的興衰、科學及機器的論戰，在二十一世紀的現

在，人們仍舊繼續討論，繼續疑惑，觀點仍舊莫衷一是。事實是，經歷過兩

次世界大戰的巨大考驗，西方文明依然處於優勢，跟一戰時期相比，今天科

學和機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甚至更為重要的角色，並為全世界所推

崇和追求bt。中國自一戰以來無疑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戰爆發時，中

國還是一個經濟上積貧積弱、政治上一盤散沙、外交上任人宰割的國家。今

天的中國則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國際地位與日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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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堪稱今非昔比。可以說，列強在中國頤指氣使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然

而，五四時期我們的先輩所討論、所糾結的問題今天仍舊存在。例如當時廣

為討論的「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中華文明在國際上的地位如何，中國究

竟需要有甚麼樣的國家認同等問題，到今天仍舊是我們全體中國人共同關心

的核心問題。中國國家領導人目前大力推行的實現「中國夢」及「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宏偉計劃，同五四先輩所追求的理想無疑有異曲同工之處。

一百年過去了，現在當我們反思一戰的意義與影響時，也是深入思考一

戰究竟為中國帶來了甚麼、又意味着甚麼的時候。事實上這是一個長期被忽

視並急需面對的問題：第一，世界上不少人包括中國人自己，在很長一段時

間裏，都不太重視一戰與中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影響；第二，儘管這場戰爭

發生於一百年前，但在今天的亞洲，它的烙印仍然明顯，特別是當我們試圖

去理解為何中日關係總是問題重重時，尤其會感到一戰的深刻影響；第三，

一戰對於中國的國家發展、外交政策，以及民族或國際意識都產生了極大的

影響；第四，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在尋找一個適合自己國情的新的國家認同和

相應的國際地位。因此，理解一戰給中國帶來的影響無疑對於中國和世界來

說都是極其重要的，或許正確解讀一戰歷史正是解開目前許多難題的鑰匙。

2015年是二戰結束七十周年，同時也是中國人在一戰中創造性地提出「以

工代兵」、並因此把自己的命運同所謂的「大戰爭」聯繫在一起的一百周年紀

念。在全世界正大張旗鼓地反思一戰的百年遺產並紀念二戰結束七十周年之

際，也許我們應該把兩次世界大戰並置在一起進行思考，回答以下問題：二戰

是否是一戰的延續？或者，是否因為一戰的後遺症造成了二戰的最終爆發？

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哪一場戰爭對人類文明造成的影響更加深遠？何謂

「二戰」？或二戰開始的時間及定義，是否不同的國家會有不同的回答？中國人

對二戰的貢獻如何？二戰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巨大影響又何在？

在相當大的意義上，一戰的重要性遠勝於二戰。當我們在檢討二戰對中

日關係及兩國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時，也許應該把一戰以及二戰作為一體加

以分析，並進而同中日甲午戰爭並置在一起來思考。換句話說，兩次世界大

戰是中日兩國從1895到1945年五十年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唯有從這一角度

出發，我們對中日兩國的近現代進程才能看得更透徹，得到的認識和理解也

會更為深刻。杜甫詩云：「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也許從中日「五十年戰

爭」的角度來俯視兩次世界大戰，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就能露出真面目了。

從廣闊的國際史視野而言，在時間上，二戰的起源可謂因不同地區而

異。對歐洲人來說，二戰起源於1939年應無問題；但從美國人的角度，二戰

可以說是被日本人「炸」進來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一舉把

美國人拉進戰爭，美國人加入二戰後，自然成為中國人的重要盟友。但對中

國人或日本人來說，二戰如果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算起，可能是十五年

戰爭；如果從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算起，則為八年戰爭。從中日

「五十年戰爭」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認為，中日甲午一戰一舉奠定了日本的東

亞大國地位，並讓日本成為西方意義上的殖民帝國。因為日本通過甲午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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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台灣並將其變為殖民地，同時也為1910年將朝鮮正式變為日本殖民地打

下了堅實基礎。

一戰對中國人的重要性還體現在目下中日關係的種種討論之上。今天世

界不少評論家、學者和政客討論到中國，尤其是中日關係時，都喜歡用一戰

作比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2014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告

訴全球舉足輕重的聽眾，目前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競爭與德國和英國之間在一

戰之前的競爭類似，暗示他們之間的分歧可能會超越他們密切的貿易關係，

而中國則會扮演德國的角色。中國人當然不會喜歡被比作一戰中的德國。中

國外交部部長王毅於同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度會議期間在新聞發布會上

強調說，「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以及日本「與其拿一戰前的德

國來做文章，不如以二戰後的德國來作榜樣」。但與此同時，王毅在回答一個

日本記者關於中日關係惡化的問題時也警告道，中國「在歷史和領土這兩個原

則問題上，沒有妥協的餘地」ck。中日之間的外交緊張情緒似乎已經在全球範

圍的外交事務中升溫，所有人都明白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敵對關係。然而並不

是每個人都能意識到，兩國之間的關係在一戰期間及之後更為糟糕，這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於戰爭期間及之後的局勢所造成的，因此中日之間目前的關係

可以放入一戰的歷史背景下來理解，這樣人們才能對之有深刻的認識。

總之，要了解一戰對今天中日關係的重要意義，我們必須明白中日之間

在一戰之前及期間究竟發生了甚麼。此外，要了解一戰對中國的重要性，我

們還要再進一步回顧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因為正是這場戰爭為後

來中日兩國相繼加入一戰打下基礎。我們唯有深刻理解一戰對中國和日本的

影響，才有可能真正懂得二戰對中國和日本的重要意義。

三　一戰華工及其意義

要理解中國人與一戰的關係乃至中國與世界的關聯，沒有甚麼比通過一

戰華工的視野對其進行審視更有說服力了。一戰期間，歐洲籠罩在一片腥風

血雨之中，西方文明危在旦夕。在這場決定西方文明生死存亡的大戰之緊要

關頭，十四萬中國農民在中、法、英等國政府的安排下，背井離鄉，遠涉重

洋，作為勞工、苦力來到戰火紛飛的歐洲，來到法國，為英、法的生存，為

拯救西方文明，赴湯蹈火，拋頭顱，灑熱血，譜寫了東西方文明交融的一曲

壯歌，這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東西方交流的重要一章。雖然這些大多目不識丁

的中國農民在一戰期間赴法的主要動機是謀生，但他們用自己的血與汗甚至

寶貴的生命，參與拯救西方文明，並通過同西方文明的直接接觸，改變了自

己的人生觀、中國觀、世界觀，從而進一步為中華民族逐步走向國際社會，

為中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然而，中外學術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似乎將這一特殊群體集體遺忘

了。西方人將它們擠出了歷史記憶，國人很少知道這一群人，更不用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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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壯麗歷程了。標誌着東西方文明交流輝煌一幕的這段往事，似乎已湮

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在世界史、中國史、世界軍事史乃至中外文明交流史

中，很少有人提到一戰華工的貢獻。在眾多捐軀歐洲的一戰華工墓碑上，大

多刻有「勇往直前」、「鞠躬盡瘁」、「雖死猶生」、「流芳百世」等字樣。的確，

他們在一戰西線戰場上或後方，固然是「勇往直前」、「鞠躬盡瘁」，但遺憾的

是他們並沒有「雖死猶生」或「流芳百世」，而是被人們所共同遺忘。

相關政府對一戰華工貢獻的承認，更是姍姍來遲。早在1925年中國北洋

政府即要求法國建立一戰華工紀念碑，以及為一戰華工提供撫恤金和遣散費

等，但法國方面以資金短缺為藉口，一直未能兌現cl。遲至1998年，法國政

府才在巴黎第13區中國城內豎立了一座紀念碑，上書「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為法國捐軀的中國勞工和戰士」。1990年代，法國導演紀頓（Olivier Guiton）

鑒於法國人民對這一中法交流史上的壯麗篇章幾乎忘卻，拍攝了近一個小時

的紀錄片《一戰中的14萬中國人》（140,000 Chinois pour la Grande Guerre），向

法國人民介紹一戰華工及其歷史貢獻。該片的重要價值在於採訪了一些定居

法國的華工後代，通過他們的講述，再現當年一戰華工及其後代融入法國社

會的故事。通過這部紀錄片，一般法國人才意識到一群中國農民參與創造法

國歷史的突出貢獻。

2008年秋，在山東威海市檔案局的精心策劃組織下，就在一百年前許多

華工跨出國門遠赴法蘭西的出發地威海，多國學者濟濟一堂，探討一戰華工

的歷史。為配合首屆一戰華工國際學術會議在威海的召開，威海市檔案局還

同時舉辦了一戰華工圖片展覽cm。2009年，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的六集紀錄

片《華工軍團》則第一次把一戰華工的生活及事迹推到國人面前。儘管如此，

時至今日，大多數人仍不太明瞭這些華工為何而來，因何而去。在旅途中，

在歐洲以及回國後，他們究竟又有怎樣的經歷？他們對那場「大戰爭」是否做

出過任何貢獻？他們對中華民族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中國國際化是否發揮過

重要作用？他們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又佔有何等地位？

不管他們動機如何，一戰華工實際上是用他們的「苦」和「力」參與東西方

文明的重建，重寫人類文明的新篇章。就是在中國，他們也是一群非常普通

的中國人，但他們的經歷，他們的人生，創造了人類文明史上不朽的傳奇。

他們的命運，甚至他們的生命，無疑同中國及世界前途息息相關。一戰中抵

達法國的十四萬華工，在許多人眼裏，也許只是苦力，在歐洲，他們吃盡了

苦，出盡了力。因為華工源源不斷的到來，英法諸國在大戰危機關頭才可以

免去人力資源匱乏的後顧之憂。也許華工到歐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謀生，但

是大而言之，他們是為了中國，為了世界。儘管當初他們並非懷着創造歷史

的抱負走出國門，但他們是中國放眼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社會的先行者，並

直接參與創造了西方的歷史。

一戰華工甚至給中國最終直接參戰提供了法理根據，為中國的戰後外交

創造有利條件，並最終幫助中國政府以平等一員的身份走向世界。1917年 

8月，中國歷經三年的奮鬥，終以華工死於德國潛艇攻擊為藉口，正式向德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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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戰。中國的對德宣戰，不僅展示了中國利用外交進入國際社會成為平等一

員及尋求國際化的成功之舉，並首開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系統收復國家主權

的先河。中國甫一宣戰，不僅立即宣布中國同德奧兩國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

條約隨之廢除，並收復德奧在中國的租界，終止支付德奧庚子賠款，更重要

的是，德奧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也被中國一舉取消。中國人堅持不懈地利用歐

戰的爆發力爭正式加入戰團，充分反映了中國人尋求國際化的決心。中國以

參戰外交一改以往中國人傳統而落後的世界觀，承認西方主宰世界體系，並

力求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受人尊重的平等一員。中國能夠躋身戰後巴黎和會本

身，即是中國一戰外交成功的例證，實現了其在戰爭伊始即要參與和會的目

標。因為華工的存在和可歌可泣的旅歐經歷，中國的外交官才能夠在巴黎和

會上義正詞嚴地要求國際社會還中國公道。

一戰時的中國還是幸運的，儘管積貧積弱，儘管面臨許多內憂外患，畢

竟還有高瞻遠矚的志士仁人提出「以工代兵」的策略；更有吃苦耐勞的農民赴

湯蹈火，任勞任怨。正是精英與勞工的結合，讓中國得以在一戰期間譜寫了

一曲中西交流的輝煌篇章。

在一戰爆發一百年後的今天，我們通過回顧和研究一戰華工的「苦」與

「力」之悲壯人生，可以透視他們與中國及西方文明密切相關的命運。一戰華

工被西方人稱為「苦力」，的確，他們很「苦」，但他們也有「力」，還有他們在

血染的西線戰場戴瑞士表、太陽鏡、紳士帽，身着各國軍衣的浪漫，交法國

女朋友的風流，以及為保衞自己的權益把欺負他們的美國大兵打得頭破血流

的中國男兒的威風。一戰華工甚至是鄧小平等共產黨領袖在1920年代走出國

門到歐洲勤工儉學的先驅。我們可以通過一戰華工的經歷及故事來探討中國

國際史及中國國際化歷程中的平民參與及其貢獻，並通過一戰華工同西方文

明及世界其他地區人民、中國精英的交往及密切接觸的經歷，分析中國人在

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並試圖回答「何為中國、誰是中國人」這一百年來中國人

及世界各國人民所共同探討的世紀之問。

所以，這些華工的故事，可以說是文明交流的故事，同時也是1895至

1919年期間包括華工在內的一代中國人為中國的國際化，為中國成為國際社

會平等一員，為中華民族真正復興以及同西方人民一起共創人類和平而奮鬥

的故事。華工雖然來自中國，但他們的歷史屬於世界。在我們同世界各國人

民一起紀念一戰一百周年之際，讓我們緬懷由他們作為主角所創造的一段人

類共享的歷史，尤其是中國在一戰中的歷史和一戰在中國近代發展中的影響

及地位的歷史。

四　結論

一戰無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戰的爆發不僅

標誌着舊世界體系的崩潰，同時也為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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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平台。一戰期間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奇怪的綜合體：政治上民族主義高

漲，文化上高度反傳統，外交上奉行國際化及國際主義。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既有學貫中西、以天下為己任的一大批社會精英，也有目光短淺、不知國家為

何物的軍閥。凡此種種，莫衷一是。但就是在這種新舊混雜、天下大亂的局勢

下，中國人開始系統書寫其以一戰為契機的尋求國際化及新的國家認同的壯麗

篇章。中國的一戰外交及國際化努力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從某

種意義上說，只有中國的參戰才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或「大戰

爭」。一戰使中國成為世界史的重要部分，中國同時也把一戰世界化了。

中國與一戰的關係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後來的內政及社會發

展進程。然而不論我們如何評論一戰對中國的意義，或中國對一戰的貢獻，

我們首先都必須在一戰研究中恢復中國與這場「大戰爭」之間的關係的真實記

憶。唯其如此，我們才能進而理解一戰的世界影響，並通過研究中國與一戰

的關係，填補世界戰爭史、外交史、社會史研究上的空白。長期以來，中外

學術界似乎一致公認五四運動和巴黎和會在中國歷史及世界史上的重大影響

力，對此筆者並沒有異議。但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只有在充分理解中國與 

一戰關係之後，才能真正明白五四運動和巴黎和會的真諦及內涵，進而把相

關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尤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同意一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

實乃中國尋求國際化的歷史這一基本判斷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中國的

二十世紀是從一戰開始的，中國對一戰的反應及政策——包括「以工代兵」的

重要決策在內——是中國積極主動走向國際化的開端。

中國參加一戰，從小處着眼是為了應付日本，為了在戰後和會上佔一席

之地，但從長遠看，則是為了成為平等一員加入國際社會，為了國際化，為

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獲得發言權。在巴黎和會上，正因為中國代表團的據理

力爭，並大義凜然地拒絕在對中國不利的《凡爾賽條約》上簽字，才把所謂「中

國問題」帶到了世界最高論壇，並為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結束後的迅速解決提

供了契機。因此，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不但沒有完全失敗，在某種程度

上甚至可以說是相當成功。沒有中國參戰及拒絕簽訂巴黎和會的對德和約，

中國不可能迅速在1921年同德國簽訂平等條約，並在1922年迫使日本歸還山

東。中德兩國於1921年所簽訂的條約是近代中國與一個歐洲大國簽訂的第一

個界定雙邊關係的平等條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人在巴黎和會上積極參與

戰後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顧維鈞是起草《國際聯盟憲章》的十五人委員會委員

之一，對憲章的撰稿貢獻頗多。中國人甚至從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團在

和會提出的「種族平等」條款。凡此種種，中國不僅讓國際社會聽見了它的聲

音，還向全世界展示了其成熟的外交風範。而所有這些成就和建樹，都是與

一戰期間旅法華工的貢獻分不開的。

華工的影響令世人矚目。中國政府同英法兩國政府聯手，把華工送到法

國，中國的命運便與協約國聯繫在一起。華工不僅參與拯救西方文明，同時

還是「再造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一戰華工不僅為協約國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也為中國宣戰爭取了機會並出色地捍衞了國家利益。旅法華工大多都是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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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民，當他們被挑選前往歐洲時，對中國和世界都知之甚少。但是他們仍

然用自己的力量，直接幫助中國改變了其在世界和國人心中的形象。他們以

新的跨國身份重新塑造了中國的國家認同，推進了中國的國際化進程，進而

影響了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他們從戰時歐洲的經歷中，與美國、英國、法國

的軍人以及其他國家的勞工一起工作的經歷中，形成了自己對中國和世界事

物的獨特理解和看法。而晏陽初、蔣廷黻、蔡元培、汪精衞以及其他許多未

來中國的領袖人物，則通過他們在歐洲與華工共事的經歷，對他們的勞工同

胞有了新的認識，並開始確信中國一定能成為更好的國家。

筆者認為，中國做出「以工代兵」的決定既是應對時勢的權宜之計，也是

深思熟慮的戰略布局。這一前所未有的舉措是年輕的中華民國富有遠見的外

交政策的產物。許多政治精英和公共知識份子都將「以工代兵」計劃和他們 

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憧憬以及中國在國際大家庭中獲得平等地位的目標緊密

聯繫在一起。因此，不論我們如何評論一戰對中國的意義，或中國對一戰的

貢獻，我們都應該把中國（特別是一戰華工）帶回一戰的集體記憶之中。對

二十世紀的中國來說，國際化和民族主義猶如一枚硬幣之正反兩面。通過研

究一戰旅法華工和他們的故事，我們不僅可以重新恢復「一戰與中國」及「華工

與一戰」這些被中國和世界歷史遺忘的記憶，並且可以進一步幫助中國人及世

界各國人民通過歷史上這一精彩篇章，認識和理解中國人一個世紀以來重建

中國文明及參與國際社會的心路歷程。也許這就是一戰和一戰華工對中國和

世界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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